


	

	
	



		
		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搜索	
		
	



	

		





	
	  Wednesday, Mar 13th	


	
		
		
		
			长策远图 公听并观——怀长策 志公政 行公义
	









	

	
	

		Home
	长策动态
	研究与评论	能源气候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国际关系
	健康政策
	监管


	《长策》
	长策书院
	English	Mission
	Research Areas and Projects












	
		You are here: 
研究与评论  健康政策  顾昕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

	

	
		Skip to content







	
	
	
	
	
	

		
			


	
	

	
	
				

			
								
								
					



		
		顾昕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	
	




	
			
			周六, 2023年 04月 01日 11:35		
	
			
			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顾昕教授于2022年11月出版了《人民的健康(上)——走向去碎片化的中国医保改革》一书，在其中对“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公费医疗有着详尽系统的论述



 

顾昕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

 

浙大社会治理  2023-04-01 发表于浙江

 

此专访的缩写版原刊于《南风窗》2023年第7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连续第四年就“全民免费医疗”向全国“两会”提案，让“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构想”，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这是个每每出现、每每挑动舆论神经的名词。近15年以来，“某县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俄罗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印度医疗免费”等新闻词条一旦出现，必然迅速登上话题榜顶端。

 

诱惑、轰动、议论，“全民免费医疗”这个词，有魔力。

 

这种魔力，根植于人们对于公平、安全、生命尊严的担忧与渴求。

 

所以，“全民免费医疗”究竟是什么？它在其他国家长成什么模样？在我国可行吗？我们距离“全民免费医疗”还有多远？

 

就此，《南风窗》专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他曾于2007年起担任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方案报告（第七套方案）的主笔，长期专注于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和治理理论的研究，被学界和媒体视为医改“市场主导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同时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并推进福利国家建设。

 

顾昕教授于2022年11月出版了《人民的健康(上)——走向去碎片化的中国医保改革》一书，在其中对“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公费医疗有着详尽系统的论述。

 

以下是《南风窗》与顾昕教授的对话：

 

一、 “全民免费医疗”的实际面貌

 

南风窗：几乎每一年，“全民免费医疗”都会成为两会上的热议话题。社会对此的讨论是从何时开始的？究竟什么是“全民免费医疗”？

 

顾昕：中国人对于“全民免费医疗”始终如一的高昂兴致，是无需多言的。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施行“全民免费医疗”试点时，就曾在全国引发轰动。后来，“全民免费医疗”的国际经验、地方探索和精英提案，都会成为舆情的引爆点。

 

可是，热议这么多、这么久，多数人还是不清楚所议论的是什么东东，总有人在议论“免费医疗”并非全免费。其实，所谓“全民免费医疗”指的是：老百姓不用参加保险、不用事先缴费，看病治病，80%或85%费用由政府出，自己只需要付15%或20%。比例很低，但总归还是需要自己掏一部分钱，专业术语叫“自付率”。100%由政府出钱，或完全免费，会有很多负面后果,这是基本的理解。实际上，“全民免费医疗”的主张者，如果是专业人士，根本不会主张“全免费”，因此对“全免费”进行质疑，完全是无的放矢。

 

“全民免费医疗”更准确的说法是“全民准公费医疗”。免费医疗这一说法有轰动性，也有误导性，以至于产生一些没有必要的争论，尤其是自媒体，在无聊的话语中浪费了许多时间。

 

南风窗：为什么要设15%-20%的自付率？

 

顾昕：免费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会遭到受益者的滥用，在经济学中称之为来自需方的“道德损害”。说白了就是有人想占小便宜。如果医疗完全免费了，不少人就会“无病呻吟、小病大看、大病特治”。哪怕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人，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来看，这类人的数量都将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造成的危害也是难以承受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简单之道就是引入一定的自付率。去医院看病，好歹需要个人付些钱，这样基本就能遏制住滥用医疗的现象了。百姓看病付小头，看病贵的问题基本上就不存在了。更何况，对于自付负担依然稍显沉重的贫困人群来说，还有其他补偿机制，例如政府主办的医疗救助和社会主办的医疗慈善。

 

就医疗保障体制而言，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引入一定的自付，并设法引入其他的制度安排，例如守门人制度、医疗服务项目和药品的准入、医保支付改革等等，应对这种道德风险。医疗近乎完全“免费”的国家屈指可数，如加拿大，其医疗体系主要依赖于控费措施对供方行为进行约束。对百姓而言，“大病特治”是不可能的，而“无病呻吟、小病大看”会被医院晾在一边。

 

南风窗：提到守门人制度，我们知道，在“全民免费医疗”的典型英国，就有着严格的守门人制度。民众必须首先经由家庭医生诊断，才能向大型医院和专科医院转诊。这一制度的确遏制了“无病呻吟、小病大看、大病特治”的现象，但有声音认为，这种制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您怎么看？

 

顾昕：实施严格守门人制度的并非只是英国，而是遍及很多国家，尤其是在欧洲。我1992年去荷兰留学，眼睛上长了一个包，去医院转了三圈，楞找不到挂号的地方。医院窗明几净，人流稀少。一个白大褂医生看见我，问我干嘛，我说我找门诊部挂号看病，眼睛上长了一个包，人家说医院没有门诊，要我去找家庭医生，并给我提供了附近一家家庭医生诊所的地址。我在这家诊所（其实上班路上每天都会路过，只是不识荷兰文，不知其功用）看医生，最后由家庭医生为我预约手术，完成手术的地方还是我原来去的医院，是大学附属医院。荷兰实行的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与英国的全民公费医疗不同，但守门人制度是共通的。

 

简单说，医院不设门诊，只有家庭医生提供门诊服务，这就叫守门人制度。如果把医疗服务体系比作大宅门，那么家庭医生就是大宅门的守门人。他们不仅负责为问诊寻医的人提供初步的门诊服务，还负责为他们安排超越门诊的医疗服务。

 

有人说英国守门人制度让手术排队很慢，病人等不起，以至于不少英国人跑去印度做手术。诸如此类的现象固然存在，但不常见，就医等待现象近年来其实有所缓解。当然，和其他私立医院发达的国家相比起来，有守门人制度的国家就医速度确实会慢一些。

 

有人说，如果在英国或瑞典生了什么病，好几天用不上抗生素，在中国立刻给你打上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抗生素不可随便用，否则真有大病急需，就会有大问题，稍有医学或药学常识的人都懂这一点。可以说，守门人制度有效遏制了抗生素的滥用，其背后深层的制度原因在于其医保体系对家庭医生的支付。

 

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公费医疗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差劲。世界上实现全民医保的发达国家中，一半是全民公费医疗或准全民公费医疗（又称全民健康保险），一半是社会医疗保险，前者稍占上风。对两大类医保体系的利弊得失，我在《人民的健康（上）》中设立专门一章加以比较分析，可以参阅。

 

南风窗：一个刺激人神经的信息是，金砖五国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已建立起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唯独中国没有。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种比较？

 

顾昕：的确是部分事实。很多人喜欢举出印度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例子，发出诸如“印度能、为什么中国不能”的议论。但实际上，由于政府投入水平太低，印度公立医院的硬件和软件都很孱弱，无法满足民众对公费医疗的需求，俗话讲“小病看不好、大病治不了”。很多情况下，相当一部分民众只能自己到私立医疗机构就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18年，印度卫生总费用中公共筹资占比27%，私人筹资占比73%。这样的三七开，在印度是多年常态。与此同时，私立医疗保险在印度也很不发达，印度民众看病时需要自己从口袋里支付大部分的医药费用。

 

可以说，全民公费医疗在印度形同虚设，只是一个花瓶。

 

我在新加坡工作时认识一位印度裔公共政策教授，他说，印度的医疗体系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其为“全民免费医疗”，却不知其实是缩水版的“全民免费医疗”。

 

在其他金砖国家中，巴西和南非的医保体系正在走向美国模式，私立医疗保险占大头，公费医疗服务和社会医疗保险、公共健康保险辅之，因此并非全民免费医疗。而俄罗斯，医保目录中的药品对于弱势群体（穷人、二战老兵、切尔诺贝利事件受害者等）是全额免费的，但对普通参保者来说是半价的，并非如中国媒体上所想象或期待的那样免费。社会医疗保险在俄罗斯也举足轻重。基本上，这三个国家的医保体系属于混合型，与一般视为“全民免费医疗”的英国模式或加拿大模式是有区别的。同样，我在《人民的健康》中对金砖国家的医保体系已有详细的比较分析。

 

二、落地的条件

 

南风窗：“全民免费医疗”，或者说，全民准公费医疗，在我国的实施条件是否成熟？其中最关键、人们最关心的，实行全民准公费医疗，财政可承受性如何？

 

顾昕：2011年，我和朱恒鹏、余晖就陕西省神木县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写过详尽的研究报告，长达10万字，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要求中国政府新增 1.5 倍的预算卫生开支，全部投入到公立医疗机构，是相当不现实的。因此，从财政可承受性的角度来看，全民公费医疗之不可行，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当然，我的这个结论是有前提的——“在现有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现有公共财政体系不改变，财政掏不出新的钱来，自然撑不起全民准公费医疗。

 

放在当今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公共财政支出的许多方面是较为刚性的，也有其惯性，增加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支出，必然会削减其他领域的支出。

 

关键在于，现有的公共财政体系是可以改变的，这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意愿。

 

建立全民准公费医疗这个新制度，需要政府在医疗卫生事业新增财政支出5%-8%。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看，中国政府财政预算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水平偏低一些。就国际可比较数据可获得的2015年而言，在一些我国国民熟悉的国家当中，中国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再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仅高于印度，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还有2.8%的差距。

 

总体而言，这一比重还有提高的空间。简言之，政府财政增加对医疗的投入，是可期待的。

 

南风窗：如您所说，公共财政支出有刚性、有惯性，改变不易。那么，推动公共财政支出转型、增加公共财政对于医疗卫生事业投入水平的必要性是什么？

 

顾昕：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是由两大截然相反的力量所推动的，其一当然是市场力量的释放，其二则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

 

经济生活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社会保护体系在帮助民众防范与应对负面的社会风险从而推进财富创造上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只有在完善市场运行规则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保护体系，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构建起来。医保体系就是社会保护体系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医保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中国医保体系的主干是职工医保，而企业为职工参加医保的缴费率是工资的6-9%（各地有差异）。我们现在要给企业纾困。如果在全民准公费医疗的制度之下，全国企业6%-9%的医保缴费负担就可免除了。与此同时，职工也能免去每年近千元的医保个人缴费负担。企业舒困了，职工收入增加了，而且全国人民免去了“因病致贫”的担忧，这会释放成多大的消费力？众所周知，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就是内循环，而消费能力如果没有大的提升，内循环根本就无从谈起。

 

实际上，如何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这一问题已经困扰我国多年了，而政府举措基本上是在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延迟缴费上做文章，不仅效果不彰，而且后患无穷。实施“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我说的“准全民公费医疗”或“全民健康保险”，不仅有利国利民、青史留名的长远之效，而且也能产生舒困企业、刺激消费的短期之功。要激发内循环，总要有些新鲜之举嘛。

 

实际上，由于各种社会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的分散，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不稳定，而对于未来支出快速增长的预期却是确定无疑的，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攀升，消费率持续下降。这个问题已经困住中国经济几十年了。

 

当代社会经济史学家已经证明，一个国家中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多少，尤其是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该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很大。公共财政民生支出的扩大，或者说社会政策的发展，不再是只花钱、无效果的社会消费，而是一种“社会投资”。这是国际社会政策学界的一项共识，但可惜，“社会投资”这一说法在国内学界尚未流行，尤其是经济学界或财经界，对此说法及其背后的学理，恐怕一无所知。以正确的方式推进“全民免费医疗”，就是一项有效的“社会投资”，这一认知不应局限于社会政策学界，而是应该普及于知识界、舆论界、智库界以及有一定见识的民众。

 

三、 “福利陷阱”的悖论

 

南风窗：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全民免费医疗”利于民生，在网络上却不乏反对之声。很多人认为这一制度会导致极大的浪费，根本谈不上“投资”。您怎么看？

 

顾昕：在中国，通过网络或自媒体流传着很多对于“全民免费医疗”的反对之声。最具有基础性且流行的反对，是一种适得其反的说辞，即免费的东西不可能凭空变出来，总要有人买单。好多人希望全免费，实际上是想薅有钱人的羊毛，但真正有钱人的羊毛其实是薅不到的。“全民免费医疗”会让特权人士更加便利地享受“免费医疗”，而贫穷人士往往会望“免费”兴叹。

 

还有一种无济于事的说辞，即免费的东西其实越贵，最终大多数民众难以获得“免费”的医疗服务，因此这一制度无济于事。其基本逻辑是，免费医疗消除了竞争机制和价格信号，难免在医疗供给侧带来行业效率和服务品质的下降，俗话讲就是医生缺乏积极性；同时，由于看病不花钱，也难免会在百姓中诱发很多无效和不合理的医疗需求，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道德损害”。供给不足而需求旺盛，自然会导致服务短缺。

 

继而是一种险恶危殆的说辞，即“全民免费医疗”会产生“财政无底洞”。政府财政投入少了，如印度那样，“全民免费医疗”会蜕变成一种制度花瓶；财政投入多了，上述逻辑会以强化的方式运作，民众无病呻吟、小病大看、大病特治，医生也因“免费医疗”有人买单而不加阻止甚至予以配合。

 

适得其反、无济于事和险恶危殆的说辞，实际上也是质疑福利国家的说辞。对这三种说辞的总结，来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学者阿尔伯特•赫尔希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被誉为经济学界良心的阿玛蒂亚•森称赫尔希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而赫尔希曼思想的复兴正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股热流。赫尔希曼的《反对变革的说辞》一书，对于反对福利国家的三种说辞给予了犀利辛辣且意涵深远的剖析。可惜的是，《反对变革的说辞》一书在迻译为中文时，书名直译为《反动的修辞》，有令人不知所云之感。

 

我在《人民的健康》一书中，对反对全民免费医疗的种种说辞，也进行了一番赫尔希曼式的剖析。这些反对的说辞之所以是说辞，是因为不仅缺乏实证，而且也时常有悖于常理。

 

首先，那种认定“全民免费医疗”将导致特权泛滥的说辞，是缺乏实证分析中因果推断训练的一种体现。特权泛滥的决定因素是政治和法治体系中的公正不彰，在现实中，无论采用哪一种医保制度，特权问题都有可能存在，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哪一种医保制度会特别助长特权泛滥。即便不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如何治理特权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认定“全民免费医疗”必定陷入消除市场机制以及价格信号的说辞，与全民公费医疗和全民健康保险国家正在运转之中的“有管理的竞争”的现实相悖，实际上是无视专业和不求实证的表现。只要持续不断地推进公共治理变革，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尤其是认认真真推进医保支付制度改革，“全民免费医疗”就不会出现无济于事的败局。一些在初期实施阶段出现的弊端，也能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社群机制的激活加以矫正。简单说，如果常常被滥用，这说明“全民免费医疗”没搞好。自己搞不好，不要赖制度本身不好。实际上，我在《人民的健康》一书，详细讨论了英国在全民公费医疗体系中引入的内部市场制，并使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互补嵌合的态势。这是全球性公共管理变革的一个典型案例。改革后英国医疗体系，尽管远非尽善尽美，但却大有改善。当然，尽善尽美是不存在的。

 

“全民免费医疗”是“财政无底洞”并导致“福利国家陷阱”的说辞，完全是危言耸听。在现实中，非“全民免费医疗”国家如美国、德国和日本，政府卫生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比位全球最高之列，而政府财政投入较多的“全民免费医疗”国家如英国，从未因政府财政卫生支出高而陷入财政危机。英国、美国等一众发达国家目前正陷入财政危机，其根源完全在他处。

 

这些反对“全民免费医疗”的说辞，实际上也是反对中国应该建设福利国家的说辞。

 

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不管其意识形态取向根源于何处，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在谈到“福利国家”之时，却都会突然变脸，诸如“福利国家养懒汉”、“福利国家危机论”、“福利国家不利于经济发展”等说辞大为流行，对“福利国家”这个词都避之唯恐不及。反对福利国家的说辞在中国所谓的“左派”或“政府主导派”中也盛行，简直是世界奇观。我在《人民的健康（上）》一书对“全民免费医疗”反对说辞的剖析，缘自阿尔伯特•赫尔希曼的思想。赫尔希曼对福利国家反对论的犀利剖析，将为我们打通中国通向“全民免费医疗”之路，提供思想的路灯。

 

南风窗：在您看来，反对福利国家的说辞，有何问题？

 

顾昕：首先，由于语言的问题，很多人往往把“福利国家”理解为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这是一种误解。“福利国家”一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福利提供负有一定责任的政府，可以适用于任何经济体中的政府施政行为和模式。

 

中国正在建设一个福利国家，而且成绩斐然，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反对中国建设福利国家，实际上就是否定党和政府在民生领域的种种施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学者、智库、媒体讳言“福利国家”，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过去近20年来，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付出的努力，以及在教育、住房、就业推进、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政府行动，正是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建设之举。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奇迹”，与“中国的经济奇迹”交相辉映。很多学者、智库、媒体只注重经济发展主义，但却忽视或者模式社会发展主义。“中国的社会奇迹”，从未出现学术论著和媒体报章之中。在我看来，“去GDP主义”不仅仅是政府绩效管理改革的事情，而是应该涤荡一切领域，尤其是思想文化学术领域。

 

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的时代，福利国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一个忌讳，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福利国家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出于忌惮行政化、官僚化福利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负激励。

 

但是，行政化并非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也可以在福利国家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福利国家建设并不一定与市场化建设相悖，也不一定会有损于市场运行的效率。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融合起来，形成互补嵌合的格局，搞好福利国家完全是可能的。中国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治国理念，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多方治理主体（政府、市场和社会）协作互动，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多种治理机制互补嵌合。社会治理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琐碎社会事务的治理，而是适用于绝大多数社会经济文化政法事务的治理。这一点，对于大则福利国家建设，中则“全民免费医疗”，小则看病治病，也都适用。

 

正如市场机制本身有多样性一样。福利国家的制度结构也有多样性。通过实施秉持社会发展主义理念的社会政策，践行社会治理的理念，建设一个发展型福利国家，使之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所在。我在2013年就发表论文就阐述了这一点，相关论文后收录在我主编的《社会政策与福利国家建设》（2018年）一书中。可是，令我没脾气的是，论文没人看，书也没人买。而所谓“全民免费医疗”，或称全民准公费医疗的建立和完善，将是中国发展型福利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本人一向被视为医改“市场主导派”。我不忌讳也不避让这一标签。我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医保和医疗领域中的积极作用，而英国在全民公费医疗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实践，可以说是公共管理学中的一个压舱石案例。否定或漠视市场机制的医改话语，基本上都是无稽之谈。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同时主张福利国家建设，在医疗领域推进“全民免费医疗”，这一点可追溯到2012年。这一年恰恰是我所主张的“全民医保”在中国的实现之年。就治理的学理而言，我主张政府、市场与社会协作互动，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互补嵌合。只要将社会治理的这些理念贯穿福利国家建设，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那么关于全民免费医疗等陈旧说辞，套用一位现代性学人的说法，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

 

至于如何从现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转型到“全民免费医疗”，有一些技术性问题，我在《人民的健康（上）》一书中有详细讨论，其中我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倾向于使用“全民公费医疗”或“全民健康保险”来称呼“全民免费医疗”，这都与某些关键性的技术性问题有关。顺便说，《人民的健康（上）》分析了医保体系的治理变革，而《人民的健康（下）》则探讨了医疗体系的治理变革，这本书与“全民免费医疗”也是息息相关的。要想让“全民免费医疗”顺利前行，医疗供给侧的治理变革也势在必行，同样也需要我刚才表述的社会治理理念的引领。关于这一点，说来话长，此次暂且打住。





				

				
							


			
		

		
			


	




					


		 


		
			
						
							
									最新文章

	最新动态

	研究报告

	网友论坛



							
						
							
							
	
		
			陈志武：未来10年，降低预期，资产保值是优先选项
	
	
		
			改进新能源配建储能政策 推动新型储能可持续发展
	
	
		
			交易与美德：商业市场发展如何推动文明化进程
	
	
		
			顾昕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
	
	
		
			面对跌宕，再读历史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粮食生产的喜与忧——兼谈田园综合体与农田建设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经济今年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建设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中国城市群一体化
						
21-07-16
						


	
	
						
			读书会（长策书院）：混改——资本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21-07-16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跨区省送出辅助服务成本补偿机制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跨区（ 省） 送出交易及价格机制研究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和立法保障研究						
			
	
				
			非营利组织概念、性质、职能研究						
			
	
				
			奢侈排放、生存排放与转移排放国际比较						
			
	
				
			阶梯电价政策效果分析						
			
	
				
			新书出版：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技术与政策选择						
			
	
				
			包容性增长中的碳税与减排政策选择						
			
	
				
			研究报告：“十二五”电力规划若干重大问题						
			
	
				
			研究报告：北京市医药服务产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电力行业CO2强度减排目标与成本关系						
			
	
				
			中美电力行业应对气候变化比较						
			
	
				
			湛江模式的启示：探索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的合作伙伴关系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权能设置与运行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中国政企合一的烟草专卖体制对烟草控制的影响						
			
	
				
			研究报告：中国电动汽车充电站商业模式与配套政策						
			
	
				
			去行政化与高州模式的可复制性						
			
	
				
			野蛮生长的“农二代”						
			
	
				
			研究报告：电力行业十二五供应规划研究						
			


   
Joomla 1.5 Featured Articles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下）
        (周六, 2014年 05月 03日)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上）
        (周一, 2014年 04月 28日)
            
	
        史博士：投资光伏企业必须准备遇到的劫难
        (周四, 2014年 04月 24日)
            
	
        到三联夜店读书
        (周二, 2014年 04月 22日)
            
	
        马蔚华重塑壹基金：引入现代企业制度
        (周一, 2014年 04月 14日)
            


  

						 

	

					
		

    

	
	

	
		

			
				
						研究报告 Report

				
		


		

    

	
		

	
			
				
						合作伙伴 Partners

				
			长策基金会ChangCe Foundation
	NDRC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MOF 财政部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About ChangCe Thinktank
	Jobs Opportunities工作机会
	News and Events
	长策智库网上论坛


		
	Reset user setting
	TOP




	

	
		感谢关注长策智库  Copyright © 2024 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 changcethinktank@gmail.com  微信: 13641166146    京ICP备10037751号-2
	









	





